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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基于当前财政政策的理论及模拟分析

□ 李东松 赵志君

内容提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降一补”任务已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
把税率看作生产与消费的约束条件，考虑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的外部性影响，将消费税率、劳
动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以及政府转移性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从而构建
一个一般均衡模型， 研究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变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在独立可加
与非独立可加两种效用偏好假定下进行理论推导， 并以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产出比率数据为
基准值进行数值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产出与各税率均负相关；（2）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
出在消费函数中所占份额的关系则因税种、效用偏好不同而存在差异。 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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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至今， 我国坚持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在“一降一补”两大经济任
务方面，范围之广、力度之巨，已有目共睹。在降成
本方面， 调整小微企业、 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
率；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扣除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 在补短板
方面，加大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全面推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工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共性、普惠性，加大对三大攻坚
战的支持。具体体现是，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约
8000 多亿元；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以上，完

成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约 280 万人；深入推进产业、
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等。201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
提效，要更大规模地减税、更加明显地降费。 由此
可见，降成本、补短板的经济举措在当前的财政政
策中占据重要地位。
税率、 公共服务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一直为

学界所密切关注， 而经济体产出的变动可以通过
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因而，有关税率、政府公共
服务支出对经济体产出影响的文献也可以从其对

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为视角进行梳理 。 Barro
（1990）首先将公共服务支出作为生产要素与私人
资本一起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研究， 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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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支出源于实行平滑税率的收益税， 生产函
数则关于两种生产要素规模报酬不变。研究发现，
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均与生产性政府支出-产出
比之间呈倒“U”形关系。该模型的设定虽然较为简
单，但却为研究公共支出、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奠定了基础。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税率来体现，
不同的税率会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异样的

影响。譬如，就小国经济来说，如果允许资本流动，
那么税收政策往往导致经济呈现两种态势： 跌入
停滞、甚至衰退的“发展陷阱”，抑或步入迅速扩张
的“增长奇迹”轨道（King & Rebelo,2004）。 税率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形成的公共

物品的性质有关系。如果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看作
私人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并假定其具有非排他
性以及不同程度非竞争性，那么能够证明，最优税
率独立于非竞争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在生产函数规
模报酬不变时， 经济呈现出稳态恒定增速（Glomm
& Ravikumar,1994）。 Gemmell等（2014）利用 OECD
国家的年度面板数据对宏观平均税率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消费以及
资本的平均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太显著，但
平均劳动税率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则显著。鉴
于减税的政府收入效应和财政赤字效应，其对经济
产生的影响也较复杂。 如果税基不变，降低税率会
减少政府税收收入； 但降低税率又会增加经济产
出，进而可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刘蓉等，2016）。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

影响， 原因是公共服务支出政策会直接影响人们
的消费和储蓄，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最终会对
经济体产出和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一定的冲击。 由
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李东松等（2018）将政府公
共生产性投资对企业生产的外部性和政府公共服

务支出对消费者的外部性同时纳入研究范畴，进
行数理推导与模拟分析，结果发现，在闲暇弹性恒
定时， 个人所得税率和资本税率与经济增长率负
相关，政府生产性公共投资-税收比与经济增长率
正相关，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税收比变化对经济
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在闲暇弹性可变时，税率和
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较为复杂。
关于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少文献
是基于公共服务的拥挤性展开研究的， 公共服务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其对居民影响方式的不

同存在差别（Barro,1992）。 譬如，如果政府提供的
公共服务具有排他性， 则在消费人数过多时会产
生拥挤效应 （罗伯特·巴罗等 ，2013）。 迟福林
（2005）认为，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既是其干
预经济的本质所在， 也为一个国家提高经济竞争
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因而，有效的公共服务有助于
提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 而金成晓等
（2014） 则在公共支出拥挤性函数 （Eicher &
Turnovsky,2000） 与 公 共 服 务 生 产 性 函 数
（Turnovsky & Pintea,2006)） 的基础上研究了相关
拥挤性与规模拥挤性对长期经济的影响， 研究结
果表明，两者均与长期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且前者
与均衡增长路径上主要人均经济变量正相关，同
时削弱了财政支出政策的扩张效应； 而后者则与
均衡增长路径上主要人均经济变量负相关， 同时
对财政支出政策影响较大。 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
增长影响的力度也存在区域性差异，相比东中部地
区，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效
果显著（陈丽娴等，2017）。陈丽娴等认为，这种差异
是由公共服务支出递增的规模效应所引起，公共服
务支出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加速人力资本
积累，从而起到提高经济增速的作用，因而提倡增
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优化政府转移支付。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 既有研究把政府转

移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与各

种税率融入同一研究框架的文献较少， 而同时将
体现消费者异质性的消费偏好纳入研究范畴的则

更少。 本文则在综合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等公共服
务支出对消费所产生外部性影响的基础上， 利用
标准新古典理论框架，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
于不同的消费偏好规定，分别从理论上考察税率与
公共服务支出政策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随即，
基于原有文献的参数取值以及中国宏观变量-产出
比率数据，模拟分析产出与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
出所占份额之间的关系。 最后，根据理论推导与数
值模拟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为我们打下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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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理论构想是，首先，要注重效率，允许
一部分条件便利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其次，注重
公平，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着力帮助、带动发展落
后的地区，从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两极分化
问题， 邓小平的解决方案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实
施。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
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
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胡锦涛在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原则；要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 通过健全税收、 转移支
付、社会保障等政策调节再分配机制。习近平在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关于补短板，要多谋民生之利、
解民生之忧； 脱贫攻坚要务必保证全体人民在共
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
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的主要
矛盾已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既涉及到生产的

质量和效率方面，也涉及到分配的公平问题。 因
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扩大有效供给，注重再
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对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至关重要。
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是降成本，而

不是降低工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是劳动和价值增值的过程， 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分
为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用于雇佣劳动

力的可变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所有者
与劳动者的关系明显缓和， 原因是生产资料归资
本所有者与劳动者所共有。 因此，通过抑制、甚至
压低劳动者工资的途径来降成本，将于事无补，甚
至适得其反， 而减税等措施乃是降低企业成本的
根本途径。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重点讨论， 公平与效率的
权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 但收入差
距扩大使得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 收入分配中
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是惹人注目。 补短板的经
济任务与社会公平问题密不可分。十三五规划纲要
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尤其注意补齐以
下方面的短板，即经济健康发展、民生福祉建设、生
态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短板。

由此可见， 我国所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
理念有别于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供给学派所
奉行之政策主张。为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摆脱“滞
涨”局面，西方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降
低边际税率， 其理由是， 减税能够激励人们多工
作、增加储蓄，也能刺激企业投资，进而大力促进
经济增长，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此外，他们主张大
量削减社会支出， 停办不必要的社会保险和福利
计划，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
其理由是， 不论是公共投资抑或是转移支付等公
共服务支出，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生产，即使有些
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切
实贯彻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发展理
念，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综上所述，推进“一降一补”是现阶段我国的主

要任务。虽然短期内减税降费以及增加转移支付等
公共服务支出都会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但若着眼于
长期经济发展， 减税则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削减企业生产成本， 进而增加居民储蓄和消费支
出，刺激企业投资，进而加快经济增长，提高产出；
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会对消费者的福利
产生外部性影响。 因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力度
也会对居民的消费计划、进而对经济产出产生一定
的冲击。那么，在此宏观经济环境下，政府所实施的
减税以及公共服务支出财政举措究竟会对经济产

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基于此问题，本文着重研
究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三、模型的构建

借鉴 Hiraga & Nutahara（2016）的设计，本文
将资本存量、投资支出、政府债务以及净出口均引
入该模型。 在离散状态下构建该模型，t=0，1...，∞，
代表性家庭旨在约束条件下实现一生贴现效用的

最大化，其最优规划如下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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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为目标效用函数，公式（2）是代表性
家庭的约束条件。公式（1）具体采取独立可加与非
独立可加两种形式，分别如下

公式（3）为可加效用函数，公式（4）为非可加效
用函数。上述公式中各符号含义如下，ct，gt，nt，kt，xt，
bt，At，mt分别代表期消费、政府支出、劳动时间、资
本存量、企业投资、政府债券、生产的外生技术水平
以及来自国外的转移支付，其中，来自国外的转移
支付是外生变量，可以解释为净出口。 户主获得来
自企业的工资为 wt，资产收益为 dt，利润为∏t，获得

来自政府的利息收入 和定量转移支付 st， 不得

不支付的消费税率为 ，劳动收入税率为 ，资本

收益税率为 。 α，γ，η，φ，κ，δ，均是常量 1-α，γ分

别表示效用函数中私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

所占份额 η=α-γ 则表明私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服
务支出所占份额是负相关的，φ 表示弗里斯劳动
供给弹性倒数，κ 则是表示工资率与劳动之间某
种比例关系的常数，δ表示资本折旧率。
企业的最优化问题如下

公式（5）表示企业所要实现的收益最大化的
目标。 公式（6）表示企业所受约束条件，体现了企
业生产技术为新古典函数形式。 其中，θ，α分别表
示生产中资本所占份额和外生技术进步速度。
政府的预算约束条件与政府的税收收入分别

如下

公式（7）表示政府所受约束条件，即政府支出
等于收入。 公式（8）表示政府税收收入由消费税
收、劳动所得税收以及资本收益税收构成。

四、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变化
对产出影响的数值模拟分析

关于税率、 公共服务支出份额与产出关系的
数值模拟分析。首先，根据现有文献及中国经济宏
观数据确定各参数值及中国宏观变量-产出比率。
其次，一方面研究税率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即考察
稳态情况下，其他条件不变，仅消费税率、劳动税
率或资本收益税率变化对产出的影响； 另一方面
研究公共服务支出份额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即考
察在消费税率、 劳动税率以及资本税率保持稳态
水平时， 政府转移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份额的变
化对产出的影响。 ①

（一）关于偏好参数的假定
关于偏好参数 α与 η的取值问题，本文设定 α

的值在 0到 1之间，其值大于 0是因为该效用函数
是由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修正而来，其值小于 1
是为确保稳态一般均衡的存在。对 η而言，尽管宏
观经济学的标准假定它不小于 1， 但是 Mulligan
（2002）, Vissing-J覬rgensen和 Attanasio（2003）,Bansal
和 Yaron（2004），以及 Gruber（2013）的实证分析结
果证明，效用函数中消费的不变替代弹性大于 1，
即 η 小于 1。 Kobayashi, Nakajima 和 Inaba（2012）
证明，消费的不变替代弹性大于 1，在 η 为 1/2 的
条件下资产价格对未来生产率冲击的反应是正

的。Christiano、 Trabandt和 Walentin（2010）的研究
认为不变劳动替代弹性倒数 φ 的取值应根据弗里
斯劳动替代弹性而定，但其不应该局限于此，尽管
其值的确定依赖于对微观数据分析的估量。 微观
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弗里斯不变替代弹性非常

小。 然而，Hansen（1985）和 Rogerson（1988）的开创
性研究表明，即使个人的劳动供给弹性是 0，总劳
动供给对真实工资的变化依然敏感。 Christiano,
Trabandt 和 Walentin（2010）利用贝叶斯脉冲反应
估计美国经济的参数值时发现 φ 大约等于 0.1。
Trabandt 和 Uhlig（2011）则将确定为 2，将 φ 确定
为 1， 随后该取值被作为基准值采用 ，Nutahara
（2015）则在其基础上扩大了取值空间，同时考虑
了 φ为 1，η为 3， 以及 Cobb-Douglas效用函数形
式。 经改进的拉弗模型则同时考虑了 η 为 0.5、φ
为 0.1，以及 η 为 2、φ 为 1 两种情况，对其模型进

（7）

（3）

（4）

Rb
t

τ c
t τ n

t

τ k
t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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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证分析和比较。 本文虽然修正了效用函数的
基本形式， 但仍然认为前人对偏好参数值的设定
有参考价值。

（二） 以中国宏观变量-产出比率数据为基准
值的数值模拟分析

关于生产函数参数以及有关宏观经济数据的

比率等取值问题，本文设定具体如下：生产函数中
劳动所占的份额的取值以 Bai（2006）对中国经济
的估算为准，劳动所占份额约 0.52，故 θ 取 0.48，
资本的折旧率则以张军（2004）对各省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估算为基准，δ恒定为 0.083；
稳态情况下，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与产出比的取值
则以最近 10 年中国公共服务支出占总产出的比

值计算而来，g / y 为 0.083， 国外转移支付与产出
比的取值以最近 10 年中国净出口与占总产出的
比值为基准进行估算，m / y 为 0.037； 均衡路径上
各项指标增速参数以相关文献普遍采用的国际统

用参数值为准，ea为 1.02；稳态真实利率根据最近
10年中国年均利率计算而来，R为 1.04，稳态劳动
供给则以林细细和龚六堂(2007)的对中国样本经
济中个体劳动时间占总的时间禀赋的比例为基

准，n 为 0.24，稳态资本收入税率为 0.36，稳态劳
动收入所得税率为 0.1 以及稳态消费税率为 0.12
的取值依据源于郭庆旺和吕冰洋（2010）对中国税
率的综合估量。
在参数 φ=0.1、η=0.5 时， 对比效用函数可加

图 1 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关系 1

图 2 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关系 1

李东松 赵志君：税率、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基于当前财政政策的理论及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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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效用函数非可加两种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关系图 1、 图 2 可
知②，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政府公共服
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额无关， 而与消费
税率负相关，且随着消费税率的减小，产出的增速
越来越大。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消费
税率负相关，即产出随着消费税率的减小而增大。
但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

份额关系较为复杂，在消费税率较高且恒定时，产
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额

负相关，即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越大，则产
出越低；在消费税率较低且恒定时，产出与政府公
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份额正相关， 即政
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越大，则产出越高。 （代
表性消费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组合对

应的产出值如表 1所示）

表 1 参数φ=0.1、η=0.5时消费税率与公共服务
支出所占份额组合对应的产出值

当参数 φ=1、η=2 时，在效用函数可加与效用
函数非可加两种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 政府公
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关系（图略）与参数 φ=0.1、
η=0.5 时大体相同， 差异在于， 当参数 φ=1、η=2
时， 产出的波动范围较小， 当参数 φ=0.1、η=0.5
时，产出波动范围较大；且前者产出的区间包含在
后者的区间内， 即前者的最大产出低于后者的最
大产出，但其最小产出却高于后者的最小产出。
在参数 φ=0.1、η=0.5 时， 对比效用函数可加

τc=0 τc=1

γ=0 γ=1 γ=0 γ=1

yAS 0.8062 0.8062 0.2539 0.2539

yNS 0.7100 0.9110 0.4668 0.2369

产出

税率、参数

图 4 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产出与资本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关系 1

图 3 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产出与资本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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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效用函数非可加两种情况下产出与资本税率、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关系图 3、 图 4 可
知，如果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保持恒定，则
产出与资本税率负相关，但随着资本税率的减小，
产出的增速越来越小； 而如果资本税率较小且保
持恒定， 则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正
相关，但在资本税率较大且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则
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负相关。 （代表
性资本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组合对应

的产出值如表 2所示）
表 2 参数φ=0.1、η=0.5时资本税率与公共服务

支出份额组合对应的产出值

当参数 φ=1、η=2 时，在效用函数可加与效用
函数非可加两种情况下产出与资本税率、 政府公
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关系（图略）与参数 φ=0.1、
η=0.5 时大体相同。 差异在于， 当参数 φ=1、η=2
时， 产出的波动范围较小； 当参数 φ=0.1、η=0.5
时，产出波动范围较大；且前者产出的区间包含在
后者的区间内， 即前者的最大产出低于后者的最
大产出，但其最小产出却高于后者的最小产出。
关于产出与劳动税率、 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

额之间的关系， 同样可以通过上述数值模拟分析
方法来展示（图表省略）。 在参数 φ=0.1、η=0.5时，
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 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
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额无关， 而与劳动税率
负相关，且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产出的增速越来
越大；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政府公共服务支
出所占份额恒定时，产出与劳动税率负相关，即产
出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而增大， 政府公共服务支
出所占份额较小时， 产出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增
长的速度较快， 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较
大时，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产出增长的速度较慢。
当参数 φ=1、η=2时，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

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

额无关，而与劳动税率负相关，但随着劳动税率的
减小，产出的增速越来越小；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
况下，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保持恒定，则产

出与劳动税率的关系与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相

同，但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产出的增速更小；税
率较小时， 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负
相关。
由以上不同效用偏好下产出与各税率以及政

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关系的数值模拟分析可知，
偏好类别与参数的选择对产出与各税率 （资本收
益税率、消费税率以及劳动所得税率）之间的关系
所产生的影响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但
偏好类别或参数的选择对产出与公共服务支出份

额之间关系的影响却较为复杂。其原因可能是，税
率的降低，虽然对产出的影响大小各异，但都在不
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释放了生产要素的活力，促进
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提高了产出；而偏好类别
或参数的不同可能会改变消费的需求结构、 劳动
的投入量， 从而对资本积累进而对产出产生不同
方向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将税率、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纳入统一的
理论研究框架， 采用效用可加与效用非可加两种
效用偏好、同时分别使用两套效用偏好参数，从税
率（消费税率、劳动税率和资本税率）、政府公共服
务支出两方面分析政府财政政策的变化对稳态经

济产生的影响，依据理论推导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产出与各税率均负相关。 第
二，消费税率与劳动税率恒定时，在资本税率较低
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正相关，而在资
本税率较高时， 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负
相关。第三，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之间的
关系也会因消费偏好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譬如，在
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保持其它条件不变，仅有消
费税率或劳动税率变化， 则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
支出份额不相关；而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保
持其它条件恒定，如果仅有消费税率变化，则在税
率较低时， 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正
相关，在税率较高时，情况则相反；如果仅有劳动
税率变化，则在税率较低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
支出所占份额负相关，税率较高时则无影响。
综上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要切实

贯彻、循序渐进执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逐步释放减
税政策对不同要素的激励效应， 激发企业的生产

τk=0 τk=1

γ=0 γ=1 γ=0 γ=1

yAS 0.7623 0.8600 0.4552 0.2117

yNS 0.7055 0.8785 0.5055 0.2823

产出

税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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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提升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强消费动力，扩大内需，从而提高产出。税
收政策要本着效率、 公平以及科学等原则综合考
量，在提升居民收入、企业收益的同时，增进人们
的福利。就消费税率而言，可降低优质耐用消费品
的税率，以扩大供给，增加消费的数量，提高消费
对经济的拉动力。关于资本收益税率，应切实给予
急需发展行业的投资（譬如培育新动能、发展新业
态方面） 以精准的税收优惠。 在劳动所得税率方
面，则可以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因发明创造、理论发
现等科技成果所得以税收减免等措施。
其次，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对产出的影响，

不仅与税种有关， 而且也可能与居民的消费偏好
有关。所以，考察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补短板”的产
出效应要综合税种与居民偏好等因素。 譬如，其
一，在降低资本税率的同时，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
出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份额， 激励企业扩大投资
规模，增加产出；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居
民消费中的份额， 拉动内需， 增强提高产出的动
力。 其二，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不但能从物质
消费中获得效用， 也能从休闲中得到精神上的满
足。如果消费与休闲所带来的效用具有可加性，那
么通过降低消费税率、劳动所得税率，且同时扩大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份额， 则不仅能有效提高产
出，而且能够发挥财政支出的再分配功能；而在消
费与休闲所产生的效用不具可加性时， 执行较低
的消费税率且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份额则可以提

高产出，增进人民福祉。 譬如，优化公共财政支出
结构，逐步实现公共财政服务的均等化、普惠性，
尽快在补齐民生短板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促进经
济增长。

注释：
①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提供模型最优化问题的具

体推导过程，如果有需求，请向笔者索取。

②图 1、 图 2 以及以下各三维模拟分析图形均系以理
论推导为据、进而利用 MATLAB 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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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行动的需求就会迅速下降， 甚至不再有这
样的需求。这样一来，合作政治也就会反映出行动
体的规模以及开展行动的合作性质。这样一来，任
何竞争政治的经验在这里都没有发挥作用的场所

和机会了。
就人类思想史来看， 伟大的思想并不来源于

那些科学研究或学术活动的竞争者那里， 而是那
些独立于竞争系统之外、弃绝名利的人的创造物。
虽然那些竞争者在竞争机制的驱动下也生产出了

大量貌似有思想的作品，但距离“伟大”范畴的地
标，总会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 所以，我们不认为
竞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性动力， 更不是唯一
性的动力。我们认为，竞争只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
阶段中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全球化、后工
业化所开启的人类历史的新的阶段中， 竞争不仅
不会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 反而会成为破坏性的
因素。 其实，即使在工业社会中，竞争的价值在社
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以家
庭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竞争是有害的；在基
础性的科学研究领域中， 特别是对于重大的理论
创新而言，竞争也无法起到积极的作用。 相反，一
切能够被纳入到竞争活动中去的科学研究， 虽然
也可以定义为科学研究， 但只能说是平庸的模仿
性质的科学研究活动，至多也是诠释性的工作，根
本不可能归入重大理论创新的范畴。所以，关于竞
争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作用都需要在具体的分析中

作出评估， 而不应笼统地对竞争作出无条件的肯
定性评价。在我们的世界中，只有那些被宗教尊奉

为最伟大的神才具有超越一切条件的价值。 如果
不存在着“竞争拜物教”的话，那么，竞争的价值就
需要在具体的条件下去加以认识和定义。所以，无
论我们对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竞争政治抱

有怎样的感情， 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
定性条件下，也必须将这种感情放置一边，然后，
去积极地参与到合作政治模式的建构中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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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Yang Xiaowei1， Yang Chunxue2

（1. Law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2. School of Economics， CUEB， Beijing 100070）
Abstract： There is apparent difference in their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s

due to the lack of 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 which leads to overuse of the competitive resource; while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results from the over-segmentation or even fragmentation of the resource per se
or its property rights, which make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 too strong and further results in underuse or
even nonuse of the resource.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tragedy of the Anti-
commons are symmetrical by mathematical model， while in fields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his conclusion
seems controversial———under the two different game situations, the subjects showed different or even oppo-
site social psychology reaction, and the welfare loss caused by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was more se-
rious than that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Key words：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tragedy of the Commons； fairness； efficiency； symmetry

The Impact of Tax Rate and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Output
———The Theory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urrent Fiscal Policy

Li Dongsong1， Zhao Zhijun2

（1.College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 Jiazhuang 050000；
2. Institute of Economic，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The “one drop and one supplement” task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current economic work. The tax rates are considered as the constraint of enterprises and con-
sumers， given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on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tax
rate， labor tax rate， capital gain tax rate， and the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s such as 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 are included in the unified research framework. Then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ax rates and the shares of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on the economy. The
theoretical derivation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assumptions of non-independently and independently additive
utility preferences， and the numerical analysis is given based on the Chinese macroeconomic variable-output
ratio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Outpu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tax rate； （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and the share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in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is differ-
ent due to different taxes and utility preference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levant policy rec-
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preference； tax rate；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outpu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etition-Politics to Cooperation-Politics
Zhang Kangzh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xism， there has been politics since class and class struggle came into the

division of human society. However， the nature and form of politics are vari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uman
history. During historical stage of industry society， the constructed politics is competitive， which is called
democracy conventionally. The term “democracy” in political system is in contrast to “aristocracy” in agr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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